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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证据

韩　笑　吕有吉*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和育儿成本攀升，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劳动供给的

影响日益凸显。基于 2016年与 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本文使用祖父母第一个孩

子的性别作为隔代照料的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上述影响进行因果识别。结

果表明，提供隔代照料使祖父母的劳动参与概率降低 18.9 个百分点，每周劳动时长缩减

19.5%。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影响因祖父母的个体特征和所在地域而异。机制分析表明，

老年收入效应和成年收入效应是隔代照料减少祖父母劳动供给的重要机制，且后者占主导

地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理解家庭结构与代际分工的变化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　隔代照料　劳动参与　劳动时长

一　引言

伴随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家庭角色分工的重构，祖辈参与育儿照料已逐渐成为

维系家庭功能的关键支撑力量。已有研究表明，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在

美国，隔代照料的概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Lumsdaine & Vermeer，2015）；在欧盟国家

中，超过 50%的祖辈承担着日常育儿职责（Hank & Buber，2009）。中国同样呈现祖辈

育儿参与率显著提升的趋势（Chen et al.，2011；Ko & Hank，2014）。这种代际支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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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形成，与当代青年群体面临的职业-育儿双重困境密切相关。在劳动力市场弹性增

加与制度性育儿保障缺位的叠加效应下，新生代父母普遍遭遇职业发展周期与育儿责

任的时间配置矛盾。研究指出，超时工作压力与不健全的职场保障体系制约了亲代履

行育儿职责的可行性（Hepburn，2018）。基于这一社会背景，代际育儿支持作为家庭

应对育儿压力的适应性策略，其运作机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关于隔代照料对家庭成员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影响，已有研究搭建了受助代际和施

助代际两大分析框架。针对受助代际的实证数据显示，隔代照料显著增强了年轻母亲

的就业持续性（Bratti et al.，2018）。当涉及特定人口特征与家庭结构情境时，这种正

向关联呈现强化趋势：在低教育水平（Arpino et al.，2014）、子女年幼（Arpino et al.，
2014）、所处区域托育公共服务覆盖不足（Aparicio Fenoll，2020）的年轻母亲群体中，

上述提升效应更为显著。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视角逐渐从受助代际转向施助代际，发

现隔代照料对祖父母与外祖父母的劳动决策同样产生影响①。研究表明，孙子女的诞生

显著抑制了祖辈群体的劳动力供给，这一发现在中国（邓悦等，2021；李彦楚、高晶

晶，2024；邹红等，2018） 及欧美国家 （Backhaus & Barslund，2021；Frimmel et al.，
2022；Ho，2015；Lakomý & Kreidl，2015；Lin & Wang，2019；Lumsdaine & Vermeer，
2015；Rupert & Zanella，2018）均获得数据支持。

在研究隔代照料与祖父母劳动参与的关系时，已有研究往往面临两方面的内生性

问题。一方面，一些不可观测变量（如个体闲暇偏好）可能同时影响祖父母提供隔代

照料和劳动供给的决策，形成“遗漏变量”偏误；另一方面，已经退休的祖父母也更

有时间和精力照料孙子女，产生“反向因果”问题。已有文献尝试采用工具变量法解

决内生性问题，主要从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选取工具变量。在微观层面，儿子数量

（龙莹、袁嫚，2019；王畅，2021）、有孩子的独居子女数量（陈芮、邓大松，2022）、

第一个孙子女的诞生时点（Frimmel et al.，2022）、16岁以下的孙子女和重孙子女数量

（李彦楚、高晶晶，2024）、老年人是否与子女同住（龙莹、袁嫚，2019）、代际空间距

离（王建英等，2021；Ma，2019）常作为代际支持的工具变量。在宏观层面，社区育

儿资源（彭争呈等，2019）和区域代际抚养比例（孙玉环等，2022）亦被用作隔代照

料的工具变量。然而，这些变量面临多重质疑：微观层面的变量存在自选择问题，部

①　 为方便书写，除了将祖父母与外祖父母进行明确的对比外，以下“祖父母”均指“祖父母与外

祖父母”，“祖父”均指“祖父与外祖父”，“祖母”均指“祖母与外祖母”，“孙子女”均指“孙

子女与外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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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指标易受主观因素操控；宏观层面的工具变量面临弱工具变量问题。这些方法的局

限性使得多数实证结果仅能揭示变量间的统计相关性，未能有效论证因果机制。

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模式正经历双重变革。过去四十年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动力源

自显著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该现象被学界定义为“人口红利”（蔡昉，2010；Bloom et al.，
2003）。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带来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消退，当前政策框架着力开发老年

人力资源潜能，通过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等改革措施提升低龄老年群体的经济活动

参与度。同时，城镇化进程引发的家庭代际关系重构催生了独特的育儿支持体系。数据

显示，54%的祖辈深度参与孙辈抚养（Connelly et al.，2018），形成代际育儿协作的“中

国模式”（Chen et al.，2011）。在这样的背景下，祖父母需要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责任之

间做出权衡。相关实证研究发现，代际支持行为对家庭生育决策、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

及人力资源代际传递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对其作用机制的深入解析将为构建生育友好型

社会政策体系、优化全生命周期劳动力配置、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本文使用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hina Urban Labor Survey，CULS） 2016 年和 2023
年两期数据，参考Backhaus & Barslund （2021）和Rupert & Zanella （2018）的研究方法

选取“第一个孩子是否为男孩”作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分析

了提供隔代照料对城市中祖父母劳动供给的影响。本文的主要回归结果表明，提供隔

代照料导致祖父母劳动参与率下降 18.9个百分点，每周劳动时长下降 19.5%。本文还根

据祖父母的个体特征和地域特征，对隔代照料影响劳动供给的影响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结果表明，相较于男性、高龄、异地流动、养老保险待遇较低的祖父母，女性、低龄、

本地、养老保险待遇较高的祖父母的劳动供给受隔代照料的负面影响更大；该负面效

应在宗族文化浓厚地区和正式托育服务可及性差的地区尤为明显。本文还发现，隔代

照料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通过两条机制发挥作用——老年收入效应和成年收入效应，

且后者占主导地位。

相比已有文献，本文有四个方面的贡献。第一，本文基于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

验证了隔代照料影响祖父母劳动供给的因果关系。与农村老年人相比，城市老年人

的社会背景、资源禀赋和家庭结构存在差异，劳动供给的影响因素也呈现出一定的

独特性。一是城市老年人退休前多从事工作时间更为固定的非农职业，这类岗位对

高龄劳动者的包容性较低，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再就业难度较大；而农村老年

人主要依赖农业劳动或零工维持生计，劳动形式灵活，有条件通过时间再分配 （而

非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 调整劳动供给。二是城市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保障水平相

对较高，经济压力较小，提供隔代照料更多出于家庭情感因素的自愿选择；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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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养老金待遇相对较低，劳动收入仍是重要经济来源，在照料孙辈与维持生计

之间面临更严峻的权衡。三是城市老年人中有许多因育儿需求迁移至子女居住地的

“老漂族”，这部分群体脱离原有社会网络和本地就业机会，进一步限制了劳动供给

的可能性（付明辉、刘传江，2025）；而农村老年人多与孙辈在本地共同生活，能够

依托熟人社会获得临时性支持，劳动供给的调整更为灵活。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劳动

力调查，针对城市老年群体面临的隔代照料与劳动供给之间的选择问题进行了研究，

对已有文献形成补充。

第二，已有研究多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但其有效性饱受质疑。例

如，与子女、孙子女数量相关的变量及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变量易受人为操控，而社

区或城市层面的变量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较大，而经济发展水平又与劳动力

市场状况紧密相关，难以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条件。本文创新性地使用“第一个

子女是否为男性”作为隔代照料的工具变量。具有“男孩偏好”的家庭仍可通过生

育更多子女或操纵第二个及以后子女的性别获得儿子，而第一个子女的性别较少受

到人为操控，更容易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条件。

第三，本研究阐明了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劳动供给的三条传导机制：隔代照料通过影

响祖父母的闲暇时间、经济资源和成年子女收入对其劳动供给产生作用，拓展了已有的

研究边界。本文基于城市老年人口特征进行了多种异质性分析。已有文献通常只考虑性

别异质性或年龄异质性，而在城市老年人中，为支持子女事业、照料孙辈而背井离乡赴

子女工作地的“老漂族”占比较高。本文考察了流动类型等个体特征异质性和城市层面

地区特征异质性，有助于更细致地刻画隔代照料影响祖父母劳动供给的模式。

本文的其余部分如下：第二部分为数据来源与变量构造，第三部分介绍实证模型，

第四部分报告主回归结果、机制分析及异质性分析结果，第五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六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　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 （CULS） 第四轮和第五轮数据①。该调

①　 关于CULS的更多介绍，请访问https：//www.culs.org.cn。由于第一轮至第三轮调查与第四轮和

第五轮调查问卷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仅使用第四轮和第五轮数据开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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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是一项针对城市家庭的抽样

调查，通过收集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微观数据，反映中国典型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变

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第一轮至第五轮调查时间分别为

2001 年、2005 年、2010 年、2016 年和 2023 年，调查地区包括上海、广州、福州、

武汉、沈阳、西安、贵阳、成都等城市。每次调查以相近年份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口

普查和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抽样框，以主城区常住人口为总体，采用与常

住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在每个城市抽取 50~70 个社区、1000~1200 户家庭，

对家庭所有成员进行问卷调查。CULS 提供了大量不同世代个体的信息，基本模块

包含家庭及个人基本特征、工作情况、教育、社会保障、时间利用等 （中国城市劳

动力调查课题组，2024）。本文据此构建了个体及其所有子女和孙子女的“三世代”

数据库。

（二）变量构造

本文的自变量为隔代照料。CULS 数据收集了受访者及其家庭成员的时间分配

情况。在“时间利用”模块中，受访者需报告过去一周每天“照料孩子和其他家庭

成员的时长”。对于每一位有 15 岁及以下孙子女的个体，若家庭中没有其他残疾或

失能成员，则该时长被视为隔代照料时长；若家庭中有残疾或失能成员，则需扣除

照料失能者的时长，所得时长为隔代照料时长①。本文据此构建了两个自变量：

“提供隔代照料”和“隔代照料时长”。前者为虚拟变量，表示受访者在过去一周

是否花时间进行隔代照料。若隔代照料时长为 0，则“提供隔代照料”取值为 0；
否则“提供隔代照料”取值为 1。后者为连续变量，衡量受访者在过去一周用于隔

代照料的小时数。

图 1展示了CULS第四轮和第五轮调查中，年龄在 45~84岁且至少有一个 15岁及以

下孙子女的个体提供隔代照料的比例。总体而言，有 69.3%的祖父母提供了隔代照料；

在 45~60岁的祖父母中，这一比例提高至 71.0%。与欧洲（Backhaus & Barslund，2021）
和美国（Ho，2015）的情况相似，CULS数据显示祖母（73%提供隔代照料）通常比祖

父（64%提供隔代照料）更有可能参与隔代抚育工作。CULS数据显示，祖母平均每周

花费 24 小时照料孙子女，而祖父每周花费 16 小时，显著低于祖母。此外，祖父母

①　 在“早教与照料”模块中，对于年龄在 0~7岁且文化程度或当前学习阶段为“未上过学”或

“幼儿园”的儿童，CULS要求受访者报告隔代长辈每天照料和陪伴的时长。本文利用该问题

对自变量进行了交叉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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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提供隔代照料的比例大于外祖父母（54.3%），即第一个子女为男性与提供隔

代照料存在正相关关系。

图1　祖父母提供隔代照料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的因变量为劳动供给。本文使用CULS“工作情况”模块受访者上个月平均每

周工作的天数、平均每天工作的小时数和总共加班的小时数，计算出每周“劳动时

长”，取值范围为 0~84①。此外，本文构造虚拟变量“劳动参与”。如果劳动时长大于

0，则劳动参与为 1；如果劳动时长为 0，则劳动参与也为 0。需要注意的是，本文对劳

动参与的定义与传统定义不同。对于未就业但积极找工作的群体，本文将其劳动参与

设定为 0，以避免出现“劳动参与为 1但劳动时长为 0”的情况。CULS数据显示，若使

用传统定义，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数据表明，约 21.4% 的祖父母参与劳动，其中祖母

和祖父的劳动参与比例分别为 15.7%和 29.6%。即使在 60岁之后，仍有 12.0%的祖父母

愿意留在劳动力市场。在 45~60岁的祖父母子样本中，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异

较大，但在60岁后逐渐缩小，这可能与2023年中国仍在实施的强制退休政策有关。

本文构造了若干与劳动供给高度相关的控制变量，包括祖父母的个体层面特征

①　 只有 0.34% 的受访者每周工作超过 84小时，将这些受访者纳入样本并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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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层面特征。个人特征包括性别 （男性为 1，女性为 0）、年龄、婚姻状况 （有

配偶为 1，否则为 0）、户口类型 （农业户口为 1，非农业户口则为 0）、流动类型

（本地为 0，城城流动为 1，乡城流动为 2）、受教育年限、自评健康状况 （健康为 0，
基本健康为 1，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为 2，不健康且生活不能自理为 3）、小时工

资①、养老保险参保状况（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 0，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为 1，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为 2）、医疗保险参保状况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为 0，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 1，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为 2）。家庭特征

包括子女数量和 15 岁及以下孙子女数量。本文还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

效应。

（三）描述性统计

本文将样本限定为 45~84岁且至少有一名 15岁及以下孙子女的个体，只有满足这

一标准的个体才有可能为孙辈提供隔代照料。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使用

的样本量为1755。其中，第四轮包括436户（其中257户的第一个孩子为男性）、715名

祖父母（其中 410人为祖母）；第五轮包括 671户（其中 413户的第一个孩子为男性）、

1040名祖父母（其中628人为祖母）。

表 1 给出了按性别划分的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个体的平均年龄为 62.1 岁，

84.4%的人有配偶，33.0%的人为农业户口，“城城流动”和“乡城流动”的非本地老

人占比 36.7%②，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年，95%的人自评健康状况为健康或基本健康，

平均时薪约为 19.7元，84.6%的人参加基本养老保险，95%的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平

均而言，每位祖父母约有 1.95个子女、1.23个孙子女。已有文献显示，祖母通常比祖

父更有可能参与隔代照料（Rupert & Zanella，2018），这一特点在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

和家庭内部分工安排下更为凸显。《周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过

去几千年来，中国女性往往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表1第（2）列和第（3）列对祖父和

祖母进行了区分，第（4）列和第（5）列显示了两个子样本均值的差异及p值。可以发

现，祖母的隔代照料时长（每周 24.3小时）多于祖父（每周 16.4小时），祖母的劳动时

长（每周3.6小时）少于祖父（每周10.6小时）。

①　 小时工资的计算方法为：将当前工作中实际获得的月收入除以月工作小时数，并以 2023年

为基准年进行购买力平价调整，单位为元/小时。

②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为 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 35%。

这表明，CULS数据中非本地样本占比与宏观统计数据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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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按性别划分的描述性统计

提供隔代照料

隔代照料时长（小时/周）

劳动参与

劳动时长（小时/周）

男性

年龄

是否有配偶

农业户口

流动类型

受教育年限（年）

自评健康

小时工资（元/小时）

参加养老保险

参加医疗保险

子女数量

15岁及以下孙子女数量

样本量

总样本

（1）
0.693

21.066
0.214
6.493
0.409

62.117
0.844
0.330
0.605
8.503
0.562

19.659
0.575
0.524
1.954
1.232
1755

祖父

（2）
0.640

16.401
0.296

10.635
1

62.869
0.943
0.314
0.576
9.561
0.552

20.991
0.490
0.456
1.946
1.233
717

祖母

（3）
0.730

24.289
0.157
3.633

0
61.598
0.776
0.342
0.625
7.809
0.569

16.156
0.635
0.570
1.961
1.231
1038

均值差异

（4）
-0.090*** （0.000）
-7.888*** （0.000）
0.139*** （0.000）
7.002*** （0.000）

1
1.271*** （0.000）
0.167*** （0.000）
-0.028 （0.217）
-0.049 （0.231）
1.752*** （0.000）
-0.017 （0.616）
4.835* （0.094）

-0.145*** （0.000）
-0.114*** （0.000）
-0.015 （0.753）
0.002 （0.938）

注：第（4）列为第（2）列与第（3）列之差，括号内为p值；*、**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　实证模型

（一）实证方法

为了估计隔代照料与祖父母劳动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LaborSupplyi，j，k，t = β0 + β1GrandCarei，j，k，t + βXControli，j，k，t + ηk + μt + εi，j，k，t （1）
其中，LaborSupplyi，j，k，t为第 t年居住在 k城市的家庭 j中个体 i的劳动供给。本文使用

Probit模型估计隔代照料对祖父母是否“劳动参与”LFPi，j，k，t 的影响，使用线性概率模

型估计隔代照料对“劳动时长”LaborHoursi，j，k，t 的影响。由于劳动时长变量的 0值较多

且呈现右偏分布，取对数后数据分布更接近正态，故本文对劳动时长变量取对数处理，

ln ( LaborHoursi，j，k，t + 1) 表示个体 i在 t年的周劳动时长的对数。GrandCarei，j，k，t代表了个体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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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 年提供隔代照料的情况，是本文的自变量。对于虚拟变量“提供隔代照料”

GCPi，j，k，t，如果个体 i在 t年为孙子女提供隔代照料，则该变量为 1，否则为 0。“隔代照

料时长”变量也呈现 0值较多且右偏分布的特点，故本文对照料时长变量取对数处理，

使用 ln (GrandCareHoursi，j，k，t + 1) 表示第 t 年个体 i 每周花在隔代照料上的时长的对数。

Controli，j，k，t 是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如年龄、子女数量等。ηk 是城市固定效应，μt 是年

份固定效应，εi，j，k，t为残差项。

由于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β1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是有偏的。

本文选取祖父母的“第一个孩子为男性”作为是否提供隔代照料及隔代照料时长的工

具变量①，并使用2SLS进行估计。第一阶段方程如式（2）所示：

GrandCarei，j，k，t = α0 + α1 FirstChildIsMalei，j，k，t + αXControli，j，k，t + γk + κt + δi，j，k，t （2）
GrandCarei，j，k，t 的工具变量为虚拟变量FirstChildIsMalei，j，k，t。如果个体 i的第一个孩子

是男性，则该变量为 1，否则为 0。根据中国传统的家庭内部分工方式，与母亲的父母

相比，父亲的父母对孙辈提供的照料更多。这一现象根植于中国长期存在的社会规范，

即女性结婚后一般与丈夫及其家人住在一起，与孩子外祖父母相比，在生育后更容易

得到孩子祖父母的照料。因此，如果个体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则其对孙辈的投入将

会增加，更有可能通过隔代照料进一步强化家族纽带。表2根据祖父母第一个孩子的性

别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样本均值。可以发现，在第一个孩子是男性的祖父母中，提供隔

代照料的比例更高（87.2% 高于 54.3%）。第一个孩子是男性的个体每周提供隔代照料

的时间比第一个孩子是女性的个体多9小时。此外，个体的劳动参与状况也因第一个孩

子的性别呈现差异。相比第一个孩子是女性的个体，第一个孩子是男性的个体参加劳

动的概率显著低16.7个百分点。

表2　按第一个孩子的性别划分的描述性统计

提供隔代照料

隔代照料时长（小时/周）

劳动参与

0.693
21.066
0.214

0.872
25.922
0.123

0.543
16.961
0.290

0.329*** （0.000）
8.961*** （0.000）

-0.167*** （0.000）

总样本

（1）
第一个孩子为男性

（2）
第一个孩子为女性

（3）
均值差异

（4）

①　 用二值离散变量作为连续变量“隔代照料时长”的工具变量是可行的，已有文献中不乏使用

二值变量作为连续变量工具变量的例子。例如Card（1993）使用“是否邻近大学”作为受教

育水平的工具变量估计教育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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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长（小时/周）

男性

年龄

是否有配偶

农业户口

流动类型

受教育年限（年）

自评健康

小时工资（元/小时）

参加养老保险

参加医疗保险

子女数量

15岁及以下孙子女数量

样本量

6.493
0.409

62.117
0.844
0.330
0.605
8.503
0.562

19.659
0.575
0.524
1.954
1.232
1755

6.442
0.409

62.539
0.828
0.339
0.616
8.269
0.555

18.186
0.601
0.549
1.946
1.200
804

6.554
0.408

61.763
0.858
0.323
0.596
8.680
0.569

20.815
0.554
0.503
1.961
1.259
951

-0.112 （0.893）
0.001 （0.969）

0.776** （0.021）
-0.030* （0.077）
0.016 （0.479）
0.020 （0.631）

-0.411 （0.103）
-0.014 （0.673）
-2.629 （0.313）
0.047 （0.191）
0.046 （0.107）

-0.015 （0.751）
-0.059 （0.490）

续表

总样本

（1）
第一个孩子为男性

（2）
第一个孩子为女性

（3）
均值差异

（4）

注：第（4）列为第（2）列与第（3）列之差，括号内为p值；*、**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识别策略的有效性依赖于祖父母第一个孩子性别的随机性。表3展示了第一个孩子

为男性的概率与祖父母可观测特征之间的相关性。第（1）列结果显示，第一个孩子为

男性的概率与祖父母的年龄、婚姻状况、户口状况、受教育年限无关，该结果支持了

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表3　祖父母可观测特征对第一个孩子为男性的影响

男性

年龄

是否有配偶

-0.031
（0.183）

0.000
（0.000）

-0.020
（0.022）

0.000
（0.000）

-0.011
（0.028）

0.000
（0.000）

-0.010
（0.020）

总样本

（1）
祖父

（2）
祖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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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户口

受教育年限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0.025
（0.042）

0.029
（0.028）

是

是

1755
0.009

0.028
（0.044）

0.042
（0.039）

是

是

717
0.007

0.022
（0.040）

0.020
（0.025）

是

是

1038
0.012

续表

总样本

（1）
祖父

（2）
祖母

（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进一步排除了其他可能导致工具变量不满足排他性假设的因素。首先，为了

满足“男孩偏好”（Huang et al.，2024；Kaushal & Muchomba，2018；Li，2021），第一

个孩子为女性的祖父母的总和生育率可能更高，而生育率对劳动供给具有长期影响，

这样工具变量可能通过其他渠道（非隔代照料）影响劳动供给。如表2所示，第一个孩

子为女性的外祖父母比第一个孩子为男性的祖父母拥有更多的子女（多 0.015个），但

差异并不显著。此外，在控制子女数量后，估计结果没有显著差异。

第二，使用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作为工具变量会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Huang 
et al.，2021）。出于“男孩偏好”，育龄夫妇可能会主动干预生育过程以增加生男孩的

概率。然而，本文发现这一问题并未出现。首先，生育干预技术和性别鉴定技术在 20
世纪 80年代前并不常见（Oliveira，2016）；其次，本文通过控制独生子女政策的严格

程度（以省级层面的超生罚款衡量）重新进行了估计（见稳健性检验部分），回归结果

验证了工具变量的随机性。

第三，相比第一个孩子为女性的个体，第一个孩子为男性的个体会更晚成为祖父

母，这与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一般晚于女性（Backhaus & Barslund，2021；
Rupert & Zanella，2018）有关。如果这一事实成立，则相比第一个孩子为女性的外祖

父母，第一个孩子是男性的祖父母需要照料更为年幼的孙子女。孙子女年龄结构的这

种差异可能会对本文的估计结果产生影响。数据显示，相比第一个孩子是女性的外祖

父母，第一个孩子是男性的祖父母拥有更少 15岁及以下孙子女（少 0.059个），不足 15
岁及以下孙子女均值的 5%。在控制 15岁及以下孙子女数量后，估计结果也未出现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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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①。

第四，为了检验第一个孩子的性别是否与影响老年人劳动供给的其他因素（非隔

代照料）相关，本文在主回归中检验了该工具变量对“隔代照料潜在提供者”劳动供

给的影响。“隔代照料潜在提供者”定义为 53.5岁及以上（CULS中成为祖父母的平均

年龄）、至少有一个子女但尚未成为祖父母的群体。结果显示，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不会

影响“隔代照料潜在提供者”的劳动供给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表 4显示，第一个孩

子的性别对祖父母的劳动供给有显著影响。这支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表明其不会

通过隔代照料以外的渠道影响劳动供给。

四　实证结果

（一）主回归结果

表 4展示了本文关于隔代照料影响祖父母劳动供给的 2SLS回归结果，包括对是否

参与劳动的影响和对劳动时长的影响。表 4中，子表 A的第（1）列展示了 Probit估计

的边际效应，可以发现隔代照料与祖父母劳动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

（2）列报告了简化式估计结果，即劳动参与直接对工具变量“第一个孩子为男性”进

行回归。简化式是对工具变量有效性的初步检验，能够直观验证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

变量的相关性，其结果反映了工具变量通过所有潜在渠道对因变量的总效应，为后续

2SLS估计提供参照基准。第（3）列展示了 2SLS估计的第一阶段结果：第一个孩子是

男性使祖父母提供隔代照料的概率提高了 13.7个百分点。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F统计量

远高于 10，表明工具变量与自变量强相关（Staiger & Stock，1997）。第（4）列展示了

2SLS估计的第二阶段结果。由第（3）列和第（4）列结果可知，第一个孩子是男性提

高了隔代照料的概率，进而降低了祖父母的劳动供给，即该结果揭示的是因果关系

（而非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提供隔代照料使祖父母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 18.9个百分

点。第（5）列和第（6）列将内生自变量“提供隔代照料”更换为“隔代照料时长”，

展示了“第一个孩子是男性”作为“隔代照料时长”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每增加 1%的隔代照料时长会使祖父母的劳动参与率降低 2.7个

百分点。

①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展示相关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②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展示相关回归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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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劳动供给的影响

子表A：因变量为劳动参与

提供隔代照料

ln（隔代照料时长+1）
第一个孩子是男性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弱工具变量F检验

子表B：因变量为 ln（劳动时长+1）
提供隔代照料

ln（隔代照料时长+1）
第一个孩子是男性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弱工具变量F检验

Probit或OLS
（1）

-0.120***
（0.040）

是

是

是

1755
0.706

-0.072**
（0.032）

是

是

是

1755
0.754

简化式

（2）

-0.027***
（0.007）

是

是

是

1755
0.658

-0.031
（0.032）

是

是

是

1755
0.725

第一阶段

（3）

0.137***
（0.046）

是

是

是

1755
0.635

91.471

0.137***
（0.046）

是

是

是

1755
0.635

91.471

第二阶段

（4）

-0.189***
（0.030）

是

是

是

1755
0.224

-0.217***
（0.038）

是

是

是

1755
0.228

备选
第一阶段

（5）

1.031***
（0.343）

是

是

是

1755
0.587

41.911

1.031***
（0.343）

是

是

是

1755
0.587

41.911

备选
第二阶段

（6）

-0.027**
（0.012）

是

是

是

1755
0.201

-0.030
（0.040）

是

是

是

1755
0.226

注：在第（3）列中，因变量为是否提供隔代照料；第（1）列和第（4）列的自变量为是否提供隔代照料；第

（5）列的因变量为隔代照料时长的对数；第（6）列的自变量为隔代照料时长的对数；子表A中因变量为“劳动参

与”的回归汇报的均为边际效应，以下表格中的结果同理；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4中子表B汇报了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劳动供给时长的影响，因变量为过去一周劳

动时长的对数。普通最小二乘（OLS）和 2SLS估计结果均显示，提供隔代照料对祖父

母的劳动时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第（1）列的OLS估计结果显示，提供隔代照料使祖父

母每周劳动时长显著减少了 6.9%。第（4）列显示，提供隔代照料使祖父母的劳动时长

下降了 19.5%。第（6）列显示，增加隔代照料时长会降低祖父母的劳动时长，但回归

结果并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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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性别规范和家庭内部分工模式使女性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Du et al.，
2021；Si，2022；Ye & Zhao，2018），这种现象在美国（Ho，2015）和欧洲（Backhaus 
& Barslund，2021）也较为普遍。在中国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前，女性的

最低退休年龄（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低于男性（60岁），这为女性参与隔代照料

提供了便利。此外，根据Bargain et al.（2014）的研究，女性的劳动供给弹性高于男性，

这使得女性的劳动供给更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因此，相较于祖父，本文预期隔代照

料将更显著地影响祖母的劳动供给。表5展示了性别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提

供隔代照料对祖母的劳动供给有更为显著的负面影响。提供隔代照料使祖母参与劳动的

可能性降低了 20.7个百分点，使祖母的每周劳动时长减少了 24.3%。这些发现支持了家

庭内部分工的传统模式，也证实提供隔代照料会增加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的阻力。该结果表明即使在老年时期，女性也依然面临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平衡问题。

表5　隔代照料影响祖父母劳动供给的性别异质性

子表A：因变量为劳动参与

提供隔代照料

ln（隔代照料时长+1）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子表B：因变量为 ln（劳动时长+1）
提供隔代照料

ln（隔代照料时长+1）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祖母

（1）

-0.207***
（0.065）

是

是

是

1038
0.251

-0.278***
（0.083）

是

是

是

1038
0.302

（2）

-0.035***
（0.011）

是

是

是

1038
0.262

-0.039*
（0.022）

是

是

是

1038
0.215

祖父

（3）

-0.149*
（0.085）

是

是

是

717
0.191

-0.069
（0.226）

是

是

是

717
0.208

（4）

-0.008
（0.013）

是

是

是

717
0.200

-0.005
（0.006）

是

是

是

717
0.22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

隔代照料对祖母劳动供给的影响比对祖父的影响更为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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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制分析

为了理解隔代照料与祖父母劳动供给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对三种可能的机制及

其相对强弱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简单的理论推导可知①，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劳动供给

的负面影响存在三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是“闲暇效应”。提供隔代照料挤占了祖父母的

闲暇时间。为了进行补偿，个体将减少老年期劳动供给。第二个渠道是“老年收入效

应”。隔代照料迫使个体选择提前退出劳动力市场，导致其劳动收入减少、养老金收入

增加。假设劳动收入的损失大于养老金给付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倾向于增加

其老年期劳动供给。第三个渠道是“成年收入效应”。祖父母提供隔代照料有助于其成

年子女从繁重的育儿负担中解放出来，使其有更多时间投入工作、增加收入，从而放

松了家庭面临的总体预算约束，降低祖父母提供劳动的激励。综上所述，隔代照料与

祖父母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三种机制的相对强弱，在理论上具有不确定性。

在闲暇效应方面，CULS数据中与闲暇相关的变量包括过去一周每天的睡眠（包括

午休）时长和每天与工作无关的上网（包括手机上网）时长。将二者相加以衡量祖父

母在过去一周的闲暇时长，预期隔代照料对该变量产生负向影响。在老年收入效应方

面，考虑到 CULS 数据中个体收入和财富的测量误差可能会高估个体之间的经济差距

（Smith et al.，2012），本文使用家庭人均月消费作为祖父母经济资源充足性的代理变

量。具体算法为受访者所在家庭过去一年总消费支出与家庭规模之比。在成年收入效

应方面，本文根据成年子女过去一年的收入情况构建成年子女收入水平指标。

中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已于2025年1月1日正式实施。在此之前，中国

实行的是强制性退休政策，参保职工办理退休手续后或参保居民达到退休年龄后可以

领取养老金。退休后的个体也可以选择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从事非正式工作（例如自

由职业、兼职等）。然而，老年人在退休后就业机会急剧减少，因此在退休年龄时人们

的收入通常会显著下降。因此，本文预期“老年收入效应”对劳动供给的增加将不足

以逆转“闲暇效应”和“成年收入效应”对劳动供给的抑制，从而导致隔代照料与祖

父母劳动供给之间呈负向关系。

表 6展示了上述潜在机制的回归结果。第（1）列、第（2）列和第（3）列分别给

出了闲暇效应、老年收入效应和成年收入效应的大小，子表A、子表B、子表C分别展

示了总样本、祖母子样本和祖父子样本的结果。子表A第（1）列中的负系数表明，提

供隔代照料挤占了祖父母的闲暇时间，这与预期一致，但系数并不显著。第（2）列和

①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展示相关推导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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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列分别验证了隔代照料对老年消费水平和成年子女收入的影响。具体而言，提

供隔代照料使祖父母的消费减少约 27.4%，并使其成年子女收入水平提高 77.4%。这表

明，提供隔代照料降低了祖父母的消费支出，同时提高了成年子女的收入水平，即家

庭通过比较代际的机会成本做出隔代照料的分工决策是。由于祖父母的收入通常在达

到退休年龄后显著下降（Feng et al.，2020），其提供隔代照料的机会成本一般低于成年

子女。因此，祖父母将牺牲自己的工作以抚养孙辈，并将成年子女从育儿责任中部分

解脱出来。根据表 6子表B和子表C的回归结果，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示，相比祖父，

隔代照料对祖母人均消费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但对祖母的成年子女收入水平的积极

作用较弱。这表明，隔代照料影响祖父与祖母劳动供给行为的机制略有差异。相比祖

父，提供隔代照料在更大程度上限制了祖母消费支出；相比祖母，祖父提供隔代照料

能够更大幅度提高其成年子女的收入水平。

表6　隔代照料对潜在机制变量的影响

子表A：总样本

提供隔代照料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子表B：祖母子样本

提供隔代照料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子表C：祖父子样本

提供隔代照料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0.050
（0.052）

是

是

是

1755
0.037

-0.057
（0.066）

是

是

是

1038
0.011

-0.039
（0.053）

是

是

是

-0.320***
（0.107）

是

是

是

1755
0.009

-0.377**
（0.168）

是

是

是

1038
0.041

-0.234**
（0.104）

是

是

是

0.573**
（0.255）

是

是

是

1755
0.052

0.521*
（0.298）

是

是

是

1038
0.035

0.792**
（0.352）

是

是

是

闲暇时长

（1）
ln（人均总消费+1）

（2）
ln（子女收入+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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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

R2
717

0.045 
717

0.010 
717

0.047 

续表

闲暇时长

（1）
ln（人均总消费+1）

（2）
ln（子女收入+1）

（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异质性分析

1. 个体异质性

了解不同群体间隔代照料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差异，有助于政策制定者针对目标群

体精准调整生育养育政策与劳动力市场政策。表 7和表 8揭示了不同祖父母群体之间的

差异，给出了隔代照料对是否参与劳动及劳动时长的2SLS估计结果。

一是年龄异质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能够在就业领域获得更多经验和更高工

资，更有动力留在劳动力市场（Guvenen et al.，2021）。然而，年龄增长带来的健康状

况下降将降低个体工作和照料孙子女的能力（Kotschy，2021）。因此，随着祖父母年龄

的增长，隔代照料与祖父母劳动供给之间的变化趋势是不确定的。表 7中子表A根据年

龄中位数（62岁）将祖父母分为两个子样本：低龄组（62岁以下）和高龄组（62岁及

以上）。结果表明，相较于高龄组，隔代照料对低龄组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长的影响更为

显著。年龄异质性的另一个可能解释是孙子女的独立程度。在CULS总样本中，个体的

初育年龄平均为 25岁，由此可以近似计算出成为祖父母的平均年龄约为 50岁。一般而

言，年幼的孙子女需要祖父母更多关注，导致隔代照料对低龄组祖父母劳动供给的挤

出效应更大。

二是收入异质性。随着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祖父母面临的预算约束逐渐放松，

对闲暇的消费可能进一步增加，这提升了其劳动供给弹性，即高收入家庭祖父母的劳

动供给更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表 7中子表B根据家庭人均月收入（含工资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中位数（3025元）将样本划分为高收入家庭个体和低收入

家庭个体。可以发现，相比低收入家庭个体，高收入家庭中祖父母在劳动参与决策和

劳动供给时长方面受到隔代照料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提供隔代照料使高收入家庭中

祖父母参与劳动的概率降低19.4个百分点，劳动时长下降25.9%。

三是流动类型异质性。相比本地老人，异地流动老人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和心

理压力，需要适应新环境、重建社会关系，因此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难度更大。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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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限制，异地流动老人使用流入地公共服务 （如老年就业培训、托育服务等） 的概

率较低，更可能选择低质量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表 8中子表 A 分析了隔代照料对

不同流动类型老年群体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祖父母提供隔代照料对劳动供给

的负面影响在本地老人中最为显著，其次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老人，而对从城市流

入城市的老人影响最小。本地老人通常享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本地社会资本，在

不提供隔代照料时的劳动参与意愿和能力更高，因此隔代照料对该群体就业的制约

效应最为明显。对于乡城流动老人，一方面，社会关系的断裂导致其缺乏替代性照

料支持，就业服务的可及性也相对较低。他们既没有时间也缺乏能力参与劳动力市

场。另一方面，农村养老金水平较低，这些老人通过劳动收入维持生计的意愿更为

强烈。因此尽管照料负担沉重，其劳动供给减少幅度反而小于本地老人。而对城城

流动老人，由于其既缺少社会支持与就业机会，又不像农村户籍老人一样迫切需要

劳动收入，因此其劳动供给本身偏低，提供隔代照料后其劳动供给未受到显著影响。

四是养老保险参保状态的异质性。已有研究表明，养老保险与祖父母行为之间存

在密切联系，个体在达到领取养老金最低年龄后，将有更大概率获得养老金 （Bratti 
et al.，2018；Lalive & Parrotta，2017）。养老金收入会削弱退出劳动力市场对个体收入

的负面影响（赵明等，2022），从而改变隔代照料与祖父母劳动供给之间的关系。表 8
的子表 B展示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未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祖父母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当祖父母参加待遇水平较高的城镇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时，隔代照料对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最为显著，参加待遇水平较低的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祖父母次之。而没有养老金可领的祖父母更有可能继续工作以

满足其消费需求，隔代照料未对其劳动供给产生显著影响。

表7　隔代照料影响祖父母劳动供给的个体异质性分析：年龄和收入

子表A：年龄差异

提供隔代照料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年龄>62岁

-0.138*
（0.079）

是

是

是

808
0.167

-0.197
（0.188）

是

是

是

808
0.625

年龄≤62岁

-0.266**
（0.118）

是

是

是

947
0.270

-0.221**
（0.098）

是

是

是

947
0.115

劳动参与

（1）
ln（劳动时长+1）

（2）
劳动参与

（3）
ln（劳动时长+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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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表B：收入差异

提供隔代照料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高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3025元）

-0.194***
（0.055）

是

是

是

874
0.164

-0.300***
（0.085）

是

是

是

874
0.192

低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3025元）

-0.128**
（0.057）

是

是

是

881
0.264

-0.179**
（0.080）

是

是

是

881
0.394

续表

劳动参与

（1）
ln（劳动时长+1）

（2）
劳动参与

（3）
ln（劳动时长+1）

（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

隔代照料对年龄≤62岁或家庭人均月收入>3025元的祖父母的劳动供给影响更为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8　隔代照料影响祖父母劳动供给的个体异质性分析：流动类型和参保状态

子表A：流动类型差异

提供隔代照料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子表B：养老保险参保状态差异

提供隔代照料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劳动参与

（1）

本地

-0.198***
（0.063）

是

是

是

1111
0.234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0.277***
（0.090）

是

是

是

1016
0.278

ln（劳动时长+1）
（2）

-0.250***
（0.077）

是

是

是

1111
0.389

-0.266
（0.362）

是

是

是

1016
0.352

劳动参与

（3）

城城流动

-0.151
（0.186）

是

是

是

226
0.302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0.203**
（0.090）

是

是

是

468
0.027

ln（劳动时长+1）
（4）

-0.170
（0.190）

是

是

是

226
0.778

-0.240
（0.354）

是

是

是

468
0.022

劳动参与

（5）

乡城流动

-0.166***
（0.055）

是

是

是

418
0.240

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0.030
（0.088）

是

是

是

271
0.225

ln（劳动时长+1）
（6）

-0.128*
（0.073）

是

是

是

418
0.390

-0.074
（0.089）

是

是

是

271
0.257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

隔代照料对本地祖母及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祖父母的劳动供给影响更为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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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域异质性

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背景与经济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源于特定的历

史、政治和文化等因素。本部分关注两个区域特征：宗族文化强度和正式照料可及性。

表 9 的子表 A 和子表 B 分别展示了具有不同特征地区之间的异质性。第 （1） 列和第

（3）列为隔代照料对祖父母是否参与劳动的影响，第（2）列和第（4）列为隔代照料

对祖父母劳动时长的影响。

宗族文化指代与代之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在儒家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社会确立

了若干根植于宗族文化的社会规范，如“养儿防老”（Zhang，2019）。一般而言，居住

在宗族文化水平较高地区的祖父母更愿意进行隔代照料，其劳动供给也更容易受到隔

代照料的影响。参考已有文献（Cao et al.，2022；Chen et al.，2022；Fan et al.，2023），

本文计算了 1896年每万人拥有的家谱数量（基于 1990年的人口规模），并将其定义为

“家谱密度”，以衡量宗族文化的强弱。可以发现，CULS数据中 8个城市的家谱密度由

高到低依次为福州、武汉、上海、广州、成都、贵阳、西安、沈阳。本文将前四个城

市定义为“强宗族文化城市”，后四个城市定义为“弱宗族文化城市”。表 9中子表A显

示，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在强宗族文化城市中更为显著。这表明，

传统宗族文化对子女养育责任的分担方式仍有较大影响。

根据已有文献（Frimmel et al.，2022），当地正式育儿服务的供给是家庭内部非正式

育儿服务的重要替代。表 9中子表B从公共育儿服务资源供给的角度展示了隔代照料对

劳动供给影响的异质性。根据社区问卷，本文以社区是否至少有一所幼儿园或托育机构

来划分样本，并分别进行回归估计。如果一个社区至少有一所幼儿园或托育机构，本文

将其定义为提供正式育儿服务，否则定义为不提供正式育儿服务。结果显示，如果没有

幼儿园或托育机构，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劳动参与的负面影响更大。当社区提供正式育儿

服务时，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劳动参与的影响相对减弱。在劳动时长方面，无论社区是否

有正式育儿服务，提供隔代照料的祖父母均会减少其劳动时长以满足孙子女的照料需求。

表9　隔代照料影响祖父母劳动供给的地域异质性分析

子表A：宗族文化差异

提供隔代照料

强宗族文化

-0.377***
（0.088）

-0.287***
（0.050）

弱宗族文化

-0.152*
（0.087）

-0.034
（0.048）

劳动参与

（1）
ln（劳动时长+1）

（2）
劳动参与

（3）
ln（劳动时长+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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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子表B：正式育儿服务可及性差异

提供隔代照料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是

是

是

848
0.312

社区有幼儿园或托育机构

-0.120*
（0.069）

是

是

是

965
0.166

是

是

是

848
0.441

-0.182*
（0.104）

是

是

是

965
0.225

是

是

是

907
0.186

社区没有幼儿园或托育机构

-0.268***
（0.070）

是

是

是

810
0.270

是

是

是

907
0.079

-0.219**
（0.097）

是

是

是

810
0.115

续表

劳动参与

（1）
ln（劳动时长+1）

（2）
劳动参与

（3）
ln（劳动时长+1）

（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显示，

隔代照料对强宗族文化地区及社区内无幼儿园或托育机构地区的祖母劳动供给的影响更为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对主回归中使用的固定效应和标准误

的聚类层级进行了调整，以探究隔代照料对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长的影响是否会发生

显著变化。表 10 的子表 A 和子表 B 中，第 （1） 列回归允许年份固定效应在城市层

面上变化，控制了城市×年份固定效应。该调整对回归系数的影响很小，且不会改

变其显著性；第 （2） 列回归将样本按照年龄划分为 45~54 岁、55~64 岁、65~74 岁

和 75~84 岁群体，并控制了年龄组×年份固定效应；第（3）列和第（4）列分别展示

了聚类到家庭层面和城市层面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系数在大小和显著性上与

表 4 一致。

本文还通过改变劳动参与变量的定义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如果个体每天工作超过 1
小时或每周工作超过 10小时，则被认定为参加劳动，否则被认为退出劳动力市场。由

表 10子表C可知，回归结果与主回归一致，这进一步增强了本文结果的稳健性。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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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展示了重复进行 1000次估计的安慰剂检验结果，每次估计随机删除总样本的 1%，

得到隔代照料影响祖父母劳动供给的系数分布图。图中实线代表分布均值，虚线表示

使用总样本得到的系数（见表 4）。可以发现，排除其他随机因素后，主回归中隔代照

料对祖父母劳动供给影响的估计是稳健的。

表10　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劳动供给影响的稳健性检验1

子表A：因变量为劳动参与

提供隔代照料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年龄组×年份固定效应

聚类到家庭层面

聚类到城市层面

样本量

R2

子表B：因变量为 ln（劳动时长+1）
提供隔代照料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城市×年份固定效应

年龄组×年份固定效应

聚类到个体层面

聚类到家庭层面

样本量

R2

子表C：改变劳动参与定义

提供隔代照料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0.183***
（0.061）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1755
0.224

-0.262***
（0.077）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1755
0.228

每天劳动时长>1视为劳动参与

-0.166***
（0.045）

是

是

-0.192***
（0.064）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1755
0.211

-0.283***
（0.074）

是

是

是

否

是

否

否

1755
0.224

-0.247***
（0.062）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1755
0.208

-0.251***
（0.073）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否

1755
0.223

每周劳动时长>10视为劳动参与

-0.138***
（0.046）

是

是

-0.230***
（0.066）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1755
0.232

-0.233***
（0.077）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是

1755
0.223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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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是

1755
0.172

是

1755
0.160

续表

（1） （2） （3） （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或聚类标准误；*、**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图2　重复1000次的隔代照料效应估计

注：实线表示分布的均值，虚线表示总样本的估计结果；该分布由主回归模型通过 1000次估计获得，每次随

机删除总样本的1%。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表 11中第（1）列和第（2）列考虑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进一步检验了工具变

量的有效性。根据Ebenstein （2010），本文使用祖父母第一个孩子出生当年省级层面的

超生罚款数额衡量独生子女政策的严格程度。可以发现，回归结果与主回归一致。除

了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问题外，自选择问题产生的偏差在估计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劳动

供给的影响时可能会导致结果不够稳健。在表 11第（3）列和第（4）列中，本文使用

IV Heckman 样本选择模型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退休政策①，本文建立了虚拟变量

①　 在 2025年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正式实施前，女性职工和女性干部的最低退休年龄

分别为 50岁和 55岁，男性职工为 60岁。对于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

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人员，女性和男性的最低退休年龄分别为45岁和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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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达到退休年龄”作为选择方程的工具变量。如果祖父母达到了最低退休年龄，则

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结果表明，使用 IV Heckman模型解释潜在选择偏差时，回

归结果依然稳健。

表11　隔代照料对祖父母劳动供给影响的稳健性检验2

提供隔代照料

超生罚款

达到退休年龄

逆米尔斯比

控制变量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R2

劳动参与

2SLS
（1）

-0.165***
（0.055）

0.032**
（0.014）

是

是

是

1755
0.207

ln（劳动时长+1）
2SLS
（2）

-0.078
（0.083）
0.128***
（0.042）

是

是

是

1755
0.216

劳动参与

Probit
（3）

-0.069**
（0.031）

-0.393***
（0.057）

是

是

是

1755
0.218

ln（劳动时长+1）
2SLS
（4）

-3.210
（4.290）

7.685
（9.901）

是

是

是

1755
0.235

注：逆米尔斯比来自第（3）列中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
和1%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和2023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六　结论

本文为隔代照料影响祖父母劳动供给的因果效应提供了实证证据。利用祖父母第

一个孩子的性别作为提供隔代照料的外生工具变量，本文的 2SLS估计结果显示，隔代

照料对祖父母的劳动参与和劳动时长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发现承担

隔代照料责任会使祖父母参与劳动的概率降低 18.9 个百分点，使其劳动时长降低

19.5%。这一发现在各种检验下均表现出稳健性。本文从不同视角探讨了隔代照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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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母劳动供给的异质性。在个体异质性方面，本文发现女性、低龄、高收入、本地、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祖父母，其劳动供给与隔代照料之间存在更强的挤出关

系。在地域异质性方面，本文发现较强的宗族文化强化了隔代照料与祖父母劳动供给

之间的负向关系。此外，这种负向关系在无法获得正式育儿服务的社区中更为明显。

进一步地，本文发现隔代照料会通过闲暇效应、老年收入效应和成年收入效应影响祖

父母的劳动供给。本文发现，主要的传导机制是老年收入效应和成年收入效应，且后

者起主导作用。这表明，相较于成年子女，祖父母提供隔代照料的机会成本更低，这

促使其在工作方面做出牺牲。

本研究聚焦于中国社会情境下代际互动中劳动供给与隔代抚育的权衡机制，特

别关注女性祖辈在家庭责任与职业发展之间的选择。在许多国家，这一代际博弈具

有普遍性特征：Rupert & Zanella （2018） 基于美国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女性工人

在成为祖母后劳动供给平均缩减 30%；Backhaus & Barslund （2021） 针对欧洲国家的

研究同样发现，祖母身份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下降 30 个百分点。在中国特有的

社会文化背景下，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提供隔代照料会使祖母的劳动参与概率下

降 20.7个百分点，工作时长缩减 24.3%。相较于西方社会，中国的孝道文化和代际责

任传统强化了祖辈的育儿参与。值得注意的是，在城镇化加速与经济转型叠加的背

景下，年轻一代面临职业发展需求与育儿成本攀升的双重压力，这种结构性矛盾客

观上增强了代际支持的必要性，进而可能进一步扩大祖父母在家庭照料领域的时间

投入。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针对不同代际群体的特点进行多维度政策设计，

以缓解隔代照料负担与劳动供给之间的冲突。首先，应通过制度性保障完善正式托

育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普惠托育服务的可及性，包括扩容普惠性学前教育机构、完

善课后托管服务体系、建立 0~3 岁婴幼儿照护国家标准，以及在社区或专门机构提

供日托服务等。其次，需创新社区支持模式，通过建立“代际互助中心”和“时间

银行”志愿服务积分系统，形成跨代际的资源整合机制，有效激活非正式照料资源。

最后，应推动企业建立家庭友好型雇用制度，重点推行弹性工时、远程办公及育儿

阶段职业保护政策，特别关注职业女性的工作与家庭平衡需求，从制度层面缓解代

际压力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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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Grandchild Care on Grandparents’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the China Urban Labor Survey
Han Xiao1 & Lyu Youji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1；

School of Finance， Nankai University2）

Abstract: Given the rapid ag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and rising childcare costs,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grandchild care affects grandparents’ labor supply. Drawing on data from the 2016 
and 2023 China Urban Labor Survey, the study employs the gender of grandparents’ first child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to identify the effect of grandchild care and applies 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 regression for causal infer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providing grandchild care reduces 
grandparents’ likelihood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labor force by 18.9 percentage points and cuts their 
weekly working hours by 19.5%.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randchild care 
on labor supply varies depending on grandparent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geographic 
location. Mechanism analysis suggests that both the income effect at old-age and the income effect 
on adult children contribute to the reduction in labor supply, with the latter being the primary driver. 
These findings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how family struct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roles are changing, and what this means for the labor market.
Keywords: grandchild care, labor participation, working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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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　超）

··168


